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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 景

近年, 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在全球随

处可见,尽管人口迁徙在亚洲并非什么新奇

现象。可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 �亚洲�从
东地中海延伸到太平洋西岸,对这个如此广

袤而多样的地区,应如何概括其共同特征和

问题呢? 我曾经提出过一

种有关移民区域的分析框

架,以系统地说明全球和

地区范围人口迁移的各种

情况( Skeldon, 1997)。这

篇短文仅勾勒亚太地区人

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考察

其基本的因果关系, 并思

考人口迁移的最新类型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西亚

(或中东国家)不列入亚太

地区, 中亚则将在本期另

篇文章中主要放在独联体

国家( CIS)范畴考察。

亚洲地区的人口流动古已有之。印度

人向东迁徙,中国人移民南下,均发生在东

南亚各民族的形成时期。中亚人向西和向

东的移动从 13世纪起撼动了欧洲和中国

社会的基础, 建立了有史以来地域最广阔

的帝国之一。对于那些把人口特别是劳力

看得比疆土更重要的国家, 以掠取奴隶为

形式的劳力输入成了其份内之事。那些引

人遐想的吴哥寺浮雕,为东南亚社会在 20

世纪初叶的强制移民现象提供了沉默的证

言。

主要从 19世纪起,欧洲的各海上帝国

向亚洲扩张, 引发了新的移民形式。自

1808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在各欧洲帝国

产生了极大的连带效应。但殖民活动总需

要劳力, 北美和澳洲又劳

力短缺,由此亚洲人主要是

印度人和中国人被招募来

作为劳力移民填补空缺。

这些签约奴仆基本上是男

性,被纳入一种�新的奴隶
制� ( T inker, 1974) , 他们

背井离乡时以为还能重返

故里, 但许多人事实上在海

外落地生根, 或者客死他

乡。这些 19 � 20世纪初的
移民对于理解今天人口流

动的意义在于:印度人和中

国人由此建立了遍布全球

的社群网络。永久性的亚洲人社群破天荒

地出现在东非和南非, 遍及南北美洲、加勒

比海和澳大利亚, 以及太平洋对岸的东南

亚当地。当中国移民数量增长之时,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通过各种排斥法案,他们日

益受到北美和澳大利亚强势族群的阻拦。

人口继续不断地流向英帝国所属各地, 但

随着 1930年代的萧条和殖民地民族主义



的觉醒,来自亚洲的跨国移民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已趋于沉寂。但在随后的 50 年

里,来自亚洲的人口迁移再度兴起,他们作

为一股力量使源出国和目标国的社会都发

生了变化。

因此在亚洲内部或出自亚洲的人口迁

移源远流长。可是, 当前移民潮的政治、经

济和人口背景与以往截然不同。也许最关

键的一点就在于,目前的一切发生在那些

独立国家的固定疆域内部或国与国之间,

其中许多国家是在后殖民时代刚刚建立

的。于是,人口迁移波及的国家日益增多

就成了当前跨国移民的一个重要维度, 同

时国内流动与跨国迁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

个重要问题,只是尚未引起重视。

各种各样的迁徙

亚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同样,在人口

迁移的方式、数量和类型方面也存在巨大

差异。亚洲有一些最发达的经济体, 甚至

在始于 1997年 7月的危机之后,它们仍居

于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列。例如,

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已成

为吸引亚洲其余地区甚至更大范围移民的

主要目的地。亚洲也是世界上一些最穷民

族的家园,并且, 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不是为寻求经济改善, 而是逃亡和避难成

了人口迁徙的主要形式。1997年初, 有大

约 320万难民从阿富汗逃到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和巴基斯坦。因此, 这里有人口输入

地区和人口输出地区, 但也有既输入又输

出的地区, 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半岛。这些

国家的打工仔到更发达的地区去寻找机

会,而来自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的移民则

到此来谋求在故国无法找到的工作。

移民的种类五花八门, 从那些离开亚

洲本国赴别国成为永久居民的人, 到那些

进入亚洲国家以填补空缺岗位的人, 这些

岗位从高技术或专业职位到当地亚洲工人

也不愿干的低技术工种, 应有尽有。也有

签合同到海外目标国打工的移民, 到本地

区或地区外目标国留学的学生,寻求避难

者,因生态环境原因迁居的人,以及越来越

多已在别国工作大半生如今告老还乡的移

民和退休人员。在这几类人当中, 情况更

复杂的是:只有一部分移民是合法的,而且

亚洲各地所占的份额极不相同。在经常被

称做�无证�移民的非法移民中,有些是自

愿的,另一些人则在不知情或强迫状态下

被贩卖。在这方面,弱势群体 � � � 主要是
儿童和年轻女子 � � � 一向受到特别关注。

近几十年, 出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与日

俱增。1990年代初, 亚洲人占加拿大入境

移民的一半以上, 占美国的 1/ 3 � 4/ 5, 占
澳大利亚的 1/ 2 � 4/ 5。当时一年进入上
述三国的亚洲移民达 50万。中国人和印

度人由于基数庞大, 其移民数量在亚洲的

跨国移民潮中独占鳌头。1990 年前后,生

活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的

华人估计有 3 000万 �。统计海外印度人
比较困难, 1980年代后期到 1990 年代早

期约有 1 000万到 2 000万 �。显然,这些

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后代有许多不是移民,

而是出生在海外。可是,最关键的是海外

亚洲人社群规模的发展,这是移民数量剧

增的重要意义所在。1980 年到 1990年间

海外华人增长了 40%以上, 从 2 200万左

右增长到 3 070 万。据保守估计, 海外南

亚人在 1970 年代初以后的 20 年翻了一

倍,从 500万左右增长到 1 000 万。仅在

美国, 亚裔人口从 1980 年到 1990年间便

增加了一倍, 从 350 万上升到 730 万

( Daniels in Brow n and Foot , 1994, 95)。

尽管数量增长了,但出自亚洲的移民

仍只占其源出国总人口的一小部分。按人

116 罗纳德�斯凯尔顿



均计算,亚洲出去的移民根本不能与 19世

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欧洲的人口外流相提

并论。但这个结论容易使人误解。移民的

重要性和影响不能只根据其基数判断。为

数寥寥的富裕移民的经济影响是与其人口

不成比例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亚洲的

跨国移民仅出自整个大陆屈指可数的几个

地方,这些地方的人口外流真是如火如荼。

例如,印度的许多移民出自最南端的喀拉

拉邦;巴基斯坦的移民 90%以上去英国,

主要出自自由克什米尔的米尔普尔区

( Ballard, 1987, 24) ;孟加拉国的移民也大

约有 95%去英国, 主要出自该国东北部的

锡尔赫特地区( Gardner, 1995) ; 中国出自

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的移民占了这个巨

大国家移民的大多数。甚至在这些地方,

即喀拉拉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上述

地区以及中国的上述省份, 移民也只是出

自更小的几个地方。所以, 关键问题在于

亚洲外流移民的出发地是否会扩展, 其跨

国移民的比例是否将体现源出国的人口规

模。

移民方式的多样性在太平洋各岛国引

人瞩目。尽管与亚洲庞大的人口相比微不

足道, 但对许多岛国, 移民问题仍举足轻

重。1991 年, 萨摩亚、汤加和库克群岛本

地出生的人口中, 分别只有 50%、58% 和

32%实际生活在本岛( Rallu et al. , 1997,

84)。可是,太平洋各地的情况仍有很大差

别:在美拉尼西亚人的岛国中,较大的巴布

亚 � 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很少参与跨国
流动,而西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大

批前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东北太平洋的

居民和密克罗尼西亚人则迁往美国。

像亚太移民这样复杂的课题很难一概

而论或纳入统一的框架。然而, 尽管千差

万别,仍可归纳出产生移民现象的几种共

同模式。正如遍及亚洲的各源出地与海外

目标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样,通过作为全

球化进程之组成部分的移民活动,南亚、东

南亚和东亚各地方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

切。下面就此做一考察。

亚洲移民的原因

在影响亚洲移民的所有原因里, 有四

种也许可以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两种主要

是地区以外的原因, 两种是地区内部的原

因。这四种原因可归结如下:各主要移民

社会入境政策的调整; 中东石油输出国的

发展;外部强权介入亚洲事务;以及亚洲自

身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全球

范围的交通技术进步的背景之下并受到其

推动, 而这种进步是最近 50 年, 特别是

1970年以后为商务往来而采用宽体喷气

飞机以来才发生的。

主要移民社会入境政策的调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主要移民

社会的带种族主义倾向的入境政策开始逐

步废除。这些政策显然不见容于已战胜了

法西斯主义、建立了联合国的自由民主体

制的意识形态, 当然, 其他因素也在起作

用,战后的欧洲迅速发展, 美国在原先的

�生育高峰�之后出生率持续下降, 与此同

时横跨大西洋的移民逐渐减少。渥太华

1962年 1月提出的�移民调节法�以及美
国 1965年 10月 1日的�移民与民族事务
法案�, 有效地为非欧洲族裔的入境者打开
了进入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门。澳大利亚于

1973年放弃了�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最

后一个移民社会新西兰则于 1978年放宽

了政策。于是, 包括亚洲人在内的人口以

移民身份自由进入这些社会,如上所述,其

数量日益增大。移民入境之所以有助于当

地社会,不仅是由于其数量,而且还因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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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尤其是印度移民和中国移民受过高等

教育,同时/或者把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带到

他们定居的社会中来。

中东的发展

自 1973年的石油价格上涨,使西方陷

入危机,向欧洲的劳力移民(尽管不是所有

移民)销声匿迹。可上述情况却推动了亚

洲的劳力移民。中东那些货币充足的石油

生产国在基本建设方面需要劳力, 这首先

由埃及、约旦或也门那些邻国提供。但随

着此种需求的增长, 便要求更远地方的劳

力,先是南亚国家,接着是东南亚国家。签

合同的劳力移民从 70年代初的年均几千

人,到 80年代初增长到了 100万人。从那

时以来, ( 1)随着 80 年代石油实际价格的

下降, 特别在 1990 � 1991 年海湾战争期
间,移民数量出现了起伏; ( 2)移民的源出

地扩展了,流入的东南亚人逐渐增多,特别

是菲律宾人和印尼人; ( 3)移民的技术结构

和性别结构改变了。当海湾国家从基本建

设进入持续发展阶段时, 便需要更多的技

术劳力,特别是掌握英语的人,这有利于菲

律宾人和印度人。当本地人口激增时, 又

需要相应的服务,从而使非技术劳力不断

涌入。例如,对家庭帮佣的需求引来大批

妇女,她们来自斯里兰卡,还有来自印尼及

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少女。

与迁往定居社会的移民不同, 劳力移

民是短期的,合同到期后便大批返回故里,

尽管许多人又依新合同再度出国。流动性

是这类移民机制的特征。据估计, 大约有

100万打工仔离开喀拉拉, 这个邦 1981 年

有 2 500 万人口 ( Isaac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271)。印度前往海湾国家的

移民有大约一半出自喀拉拉邦。虽然海湾

战争期间将近 25万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

孟加拉人在几周内被遣返, 但来自亚洲国

家的劳力移民已恢复到比 80年代更大的

数量,尽管如上所述其构成已发生了变化。

外部强权的介入

殖民主义对劳力移民的影响已如上

述,但它对人口迁徙的作用尚不止于此。

例如,前往宗主国求学的学生回国后占据

要津,管理社会,具体情况将在下面论述。

殖民时代建立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为后殖民

时代提供了基础, 对英国来说尤其如此,它

已成为广大南亚国家的东道国。直到

1962年�联邦移民法案�实施以前, 出生在

英联邦的移民都可定居在联合王国, 成为

其公民。但这些移民现象不能完全归因于

殖民时期的纽带。关键原因还有繁荣时期

英国对劳力的需求, 以及为补偿战后的艰

苦生活而对餐饮的�异域�口味的需求。英
国可以利用殖民时代建立的各种关系, 而

在欧洲其他地区, 各国则使用外籍劳工以

满足对劳力的需求。1962年后, 英联邦的

公民很难进入英国了。就在那些移民定居

社会着手向非欧洲移民打开大门的时候,

联合王国却企图向新移民关闭大门, 但偏

偏在此之后, 流入联合王国的亚洲移民却

进入高峰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部对东亚和东

南亚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它首先卷入朝

鲜半岛的战争, 随后介入越南战争。美国

在日本、韩国、泰国以及后来在南越驻扎大

批军队, 为后来的移民埋下了伏笔。据估

计,每九个美国士兵回国时会有一个带回

其韩国妻子( Kuznets, 1987) ,而这又为日

后家庭团聚建立了基石。所有这些国家都

对目前流入美国的移民潮作用甚大, 但它

们都不能与一度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相

提并论。菲律宾的英语基础教育和 1992

年以前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庞大的美军基

地,使它成为一个亚洲典型的移民外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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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目前, 每年超过 6 万人进入美国。

1996年底, 约 650 万菲律宾人生活在海

外,而那时该国共计约有 7 000万人口, 也

就是说,每 11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是跨

国移民。在这 650万人中,有 270 万是到

中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合同工, 有 190 万

是定居者, 主要是去美国。其余的估计是

非正式的移民, 主要散布在其他亚洲国家。

可是, 外部强权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

寻求定居的移民潮。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

以及随后阿富汗各派的内斗造成了成千上

万难民涌入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值得注意的是, 50年前的亚洲是一

块逃难者的大陆。印度次大陆分治, 共产

主义在中国胜利,以及后来的朝鲜和印度

支那战争, 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

到 90年代,除了上面提到的阿富汗周边区

域、缅甸周围的几个孤立地区以及印度和

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麓地区之外, 难民在

亚洲已不复存在。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是

下面一节讲述的开发过程。当然, 没有理

由沾沾自喜, 或者信奉进步与理性的目的

论。1999年中期的东蒂汶事件悲剧性地

说明,难民很容易再度成为东亚移民问题

的焦点。

亚洲的经济发展

截至 1997年中期, �亚洲奇迹�中的韩
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经历了迄今最

持久的经济增长。这种引人瞩目的增长既

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并且与上节叙

述的情况密不可分。例如, 面对中国和东

南亚的共产主义,冷战政策需维系自由市

场经济的活力,这促成了东亚经济奇迹的

出现。然而,结果是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

面改观,其达到的发展水平与那些西方国

家旗鼓相当。这种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出生率急剧下降,致使上述创造奇迹的经

济体以及日本,没有一个能维持人口平衡。

结果是劳力增长逐渐趋缓。

这样,正当亚洲各国的人口出生率和

死亡率由高降低之时, 它们在移民问题上

也经历了从劳力过剩到劳力短缺的变迁

(参见 the essays in Abella, 1994)。在劳力

过剩阶段是人员外流, 而随着经济进入劳

力短缺时期,则面临移民入境的压力。转

型过程通常比从人口输出到输入的转型要

复杂得多,但尽管如此,这种有关移民状况

转型的观点仍抓住了深层的人口和经济演

变过程。在亚洲, 正是这些演变过程使迁

入移民成为最近 20年的主要问题。

出生率下降的影响必须同当地人教育

水平及其对生活预期的提高联系起来看。

低技术劳力严重短缺, 因为当地人不愿从

事危险的或又脏又累的工作,尽管这些工

作实际上除了枯燥乏味,报酬并不低,也并

非那么不安全。由于需要输入工人去从事

建筑业和制造业那些烦人的工作, 东南亚

的移民已从海湾国家转向了亚洲国家。例

如, 1980年, 泰国和菲律宾的海外合同工

分别有 97%和 84%前往中东,只有 3%和

11%进入其他亚洲国家。到 1994年,这两

个国家的工人有 89%和 36%前往亚洲目

的地,其中泰国人主要是去中国台湾(数据

引自 Hugo, 1998)。孟加拉国到中东去的

移民打工仔在 1992年和 1993年有 17万

人以上,到 1996年已下降到 13万多人,而

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数则从 1991年

的几千人上升到将近 7. 2 万( M ahmood in

Appleyard, 1998, 179 � 180)。
一般讲, 外籍劳工在亚洲国家只占国

内总劳力的很小一部分。在南亚国家是微

不足道的,其国内人口大量流入孟买、加尔

各答、新德里、班加罗尔或卡拉奇, 以满足

那里对劳力的需求。在东亚和东南亚, 保

守的估计有 660 万外国移民。在东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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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日本的绝对量很高, 但仅占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劳力的 1%和 2%。然而在东

南亚, 移民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尽管泰国

只有 4%的外籍劳工, 但马来西亚有 20%。

新加坡总人口只有 370万,但 27%的劳力

是外籍工人�。
因此, 亚洲内部的人口流动瞄准的是

东亚和东南亚最发达的经济体, 这已成为

90年代移民的主要趋势 � � � 在此时期, 东

南亚、南亚和东亚之间的移民网络逐渐形

成。另外,以前去中东的移民和后来去亚

洲目的地的移民之间也存在联系。原来远

距离流动的移民返乡之后,便聚积起来,随

时准备前往新出现的目的地, 同时也以其

海外打工的经历为别人做了示范。到中东

和东亚国家去的劳力移民主要是通过劳务

公司来管理的。

同时, 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需要大批

技术劳力,而当地的技术劳力不是尚未形

成,就是供不应求。这些人主要通过亚洲

跨国公司的网络流动, 其中日本、韩国、中

国香港和台湾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正日益

同西方公司相抗衡。西方公司本身也逐渐

依靠亚洲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以打入亚洲市

场。这些高技术移民集中在亚洲的� 全球
性都市�, 如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孟买
这些重要的金融中心�。

移民在亚洲的各种后果

亚洲内部和出自亚洲的上述人口流动

意义深远;它们涉及方方面面,对源出地和

目的地都有影响。像其他地方的移民一

样,那些离境或被征召离境的人们在其故

乡并不是最穷的,他们有一定资本,这种资

本或者是资金, 或者是良好教育、技术及创

业精神。他们离开祖国被视为一种� 人才
流失�,这种损失必须依据他们本来在国内

能否找到发挥其才能的工作来衡量, 最关

键的是,必须依据他们给家里汇款的多少

来衡量。至少在东亚,没有证据表明人才

离境导致了生产率或生产下降。从韩国、

中国香港和台湾到海外去的学生数量上升

的同时,这些经济体恰好进入持久的增长

期。开始,很少有学生回国。甚至在大量

人口外流的当地农村, 也没有证据表明乡

村生产因移民离境而受到负面影响。

汇款和经济变化

在评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时, 汇款总

是占据首位。1990 年, 全球有案可稽的汇

款共计 710亿美元, 仅次于国际贸易中的

石油收入 ( Russell, 1992)。� 有案可稽�大
大低估了汇款的真实数字,因为很多汇款

是经过非正式渠道寄送的。例如在喀拉

拉,据估计通过非正式渠道寄回的汇款超

过 60% ( Isaac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286)。在巴基斯坦, 80年代中期有

案可稽的汇款几乎占 GDP 的 9%,在那 10

年里大抵每年都超过 20 亿美元。1996

年,海外菲律宾人寄回了 42亿美元, 其中

超过一半的汇款寄自美国(据菲律宾中央

银行未出版的资料)。至少从正式渠道看,

定居海外的菲律宾人对菲律宾经济的贡献

更大。而印度出国合同工的汇款则比海外

定居者要多, 1990年, 按人均计算, 寄自海

湾地区的有 980 美元, 寄自美国的有 654

美元,寄自联合王国的有 288 美元 ( Isaac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286)。同一

年,有 10 亿多美元从海湾寄回印度。所

以,人员流动成为赚取外汇的重要来源,甚

至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这一对策从全球劳

务市场上获利。1978 年改革以后, 中国开

始向海外输出劳力,到 1993年, 有 17�3万
名工人分布在 100 多个国家 ( Mofert,

1994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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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澳大利亚! Herv� Gloaguen 摄影/ Rapho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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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汇款的实际好处经常受到质疑。例
如,移民可能把收入存放在他们打工所在

国家的经纪人手里, 而国内的亲属随后收

到的只是等值的本国货币, 这样源出国就

无法得到外汇收入。汇款寄回国, 人们可

能用来购买奢侈的进口商品, 并且经常振

振有词地把积攒下来的钱花在摆阔的挥霍

浪费上。可是, 对现有资料的客观分析表

明, �每个移民打工者都节俭度日� ( Gu-

nat illeke, 1986, 15)。尽管有�损耗�,但对
源出国,对移民者及其家庭来说,收益还是

主要的。汇款常被用于下一代的教育, 即

使用在摆阔的挥霍浪费上, 例如盖房子或

婚宴,也会刺激当地的供给和产业。

汇款在当地发挥最大影响的例子莫过

于太平洋上的那些小岛国 (参见 Brown

and Connell, 1995)。在那里,所谓�移民 �
汇款 � 官僚制�经济发展起来,岛民的整个

生活方式都围绕移民及其收益展开。商

品,无论是从目标国买回来还是寄回来的,

使小市场繁荣兴旺。但这一策略几乎完全

基于外来资源,它是否能支持该地区长期

的可持续发展, 仍有待观察。

政治和社会变化

出自亚太国家的移民有远比单纯经济

方面更广阔的影响。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

加拉国向海湾国家输出的劳力主要是男

性。在妇女被束缚于家庭的那些社会,男人

长期外出的影响是深刻的。女人们往往是

破天荒地被推到这样的位置上:必须当家做

主,决定是否雇人干农活儿以及处理钱

财。不仅为在当地使用,而且为同海外的丈

夫通信,她们还需学会读和写。男人不在家

可促使女人的角色发生变化,甚至提高其地

位(见 Gulati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

尽管结果并非都是如此 ( Guardner, 1995)。

移民回国不仅带回了现金和商品, 而

且还有新观念和新的接人待物的方式。许

多早期的亚洲革命领袖都是从法国、苏联、

美国或英国回国的留学生和工人。在

1920年代从巴黎归来的人当中, 邓小平、

周恩来和胡志明是最著名的。孙逸仙是从

美国回国的留学生, 又一直同在日本的留

学生关系密切。李光耀这位现代新加坡之

父甚至在伦敦做了一场题为�归国留学生�
的演讲。今天, 东亚各�虎�的政界和商界
领袖大多曾在海外受过教育,而韩国和中

国台湾地区政治的快速民主化与回国留学

生的日益增多密切相关。1990 年代中期,

有 25万以上的亚洲留学生就学于美国有

资格授予学位的院校,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有 6万。那时, 在上述国家学习的留学

生中,亚洲人占了大约 60%, 其中中国人

超过 5万。一旦他们回国,可以肯定将对

其国家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亚洲移民的若干问题

上述亚洲移民种类的变化及其影响提

出了一系列问题, 它们既是学术性的,也是

政策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涉及主权, 还涉

及冷战结束、两极结构消失后跨国社群的

发展状况。

聚居区和跨国社群

�华人聚居区�或� 印度人聚居区�, 顾
名思义就是这些社区在其各自的国家之

外。如前所述, 在中国和印度境外生活的

移民及其亲属的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然

而,移民并不仅仅限于从源出国流向目标

国,也包括人们回国,或者在源出国与目标

国之间,或在多个目标国之间来来往往的

复杂过程。这类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可

在出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当中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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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一般以�宇航员现象�著称。某个家庭申
请移民到某个目标国,但在到达以后,只有

妻子和孩子们实际定居下来。养家的人

(当然有时不是丈夫)却返回香港或台北继

续其生意或职业,并定期往来于太平洋两

岸之间与家人团聚。如果夫妻都回到源出

地,孩子们就成了�空降子女�,字面意思即
被投放到了目标国。

�宇航员�可能代表的是远距往来的极
端形式,但他们却标志着跨国社群更普遍

的发展趋势,亦即人们既不定居在源出国,

也不定居在目标国。其他许多人在工作期

结束后告老还乡,回到故国,离开已成家的

子女, 又定期赶来同子女团聚。他们可能

坚持在两地维系一个家庭。这种两地居留

模式动摇了有关领土国家及其公民生息于

固定地方的传统观念。聚居区一向被认为

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基点, 它在后现代的世

界中正在消除国家的影响,使其寿终正寝,

从而代替对国家的认同。

上述观点过于极端。聚居区虽非同一

的共同体,但如上所述,它们往往出自极特

殊的少数社群, 而且常常是少数中的少数:

例如韩国基督徒、锡克教徒中的贾克人、华

裔马来西亚人或者中国广东人或潮州人。

在有关亚洲移民的研究中, 种族和次种族

的问题仍被忽略。聚居区很少形成同国家

抗衡的权力机构。目标国的同化过程仍在

继续,特别是对于第二代以下的人们,因为

到那时已经有混血通婚了。

还有,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海外的社群,

其财富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成为北美

和澳大利亚的日益强大的院外集团, 不仅

为其海外成员的利益, 而且为其祖国的利

益而奔走。许多中国和印度移民在北美的

高技术部门工作,这些部门的利益冲突已

经使目标国的国家安全成为问题。海外亚

裔掌管的公司在着手扩张的时候, 常常回

到其源出国, 以为目标国寻求贸易利益。

源出国也设法吸引其海外社群的财富以作

为外来投资。例如, 在 80年代前半期, 印

度所有海外投资中的大约 10%来自境外

的印度人, 尽管在这 10 年的以后时期和

90年代, 这一比例下降了近一半。据估

计,中国大约 80%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海

外华人资产, 当然这其中包括中国香港和

台湾。因此, 虽然有些源出国有点担心放

宽限制会动摇其国内政治架构,但聚居区

对于源出国社会的确有巨大利益。

非法移民

可是,在有关主权事宜上,围绕跨国界

问题,人们广泛关注的不是亚洲国家的担

心,而是日益增长的非法或无证件移民问

题。按道理不会有非法移民的准确数字,

但一些国家其数字如此之高,已引起了对

边界失控的恐惧。在东南亚估计有 420万

人生活在国外且没有公民权,其中一半以

上是非法的。马来西亚有 140万人, 主要

在东部、泰国可能至少有 70 万人 ( ILO,

1998)。这些移民大多来自邻国,有些人走

的是年深日久的传统的迁徙路径, 其他许

多人则由掮客偷运进来。由于像中国台湾

和日本那样的海岛边界控制起来比较容

易,或者像中国香港和韩国的边界警备十

分森严,非法移民在东亚北亚本来不成其

问题。但在上述这几个经济体中, 移民合

法入境,却在其旅游、留学或其他入境签证

到期后作为�延期居留者�滞留不归。1997

年底,估计有 27�5万以上的延期居留者在
日本, 14�8 万人在韩国, 但在中国台湾只

有 6 600 多人( Watanab in AOM J, 1998,

246; Park in APMJ, 1998, 228; Lee in

APM J, 1998, 164)。

无证件移民和非法入境者主要是这些

经济体需要劳力而又没有妥善制定移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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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政策的结果。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自视是

移民迁入国:这些国家也许需要短期劳力,

但它们不是移民社会。这里存在着与 1973

年以前的欧洲大陆相似的情况,那时外籍工

人被认为纯粹是短期现象,他们在合同期满

后就会打道回府。他们连同其家庭都不会

成为欧洲社会的永久定居者。可是,相似的

情况也就到此为止, 因为存在着重要差别。

与欧洲相比,亚洲很少针对本地劳工制定有

关福利社会和劳工保护的法律,更不要说针

对移民打工仔了。总是劳力短缺,特别是有

些工作本地工人不愿干,但又缺少合法规范

人口流动的机制,二者之间的紧张产生了亚

洲社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

日本人和韩国人一直利用职业培训引

进劳力移民。受培训的学员完成项目后,甚

至在培训期间就允许打工。日本人小心谨

慎地维持其�纯种幻想�( Weiner, 1997) , 向

海外日本人社群招募能�融入�日本社会的
劳工。到 1993年,大约有 17�5万这类�日
本人�被带到日本, 主要来自秘鲁和巴西

(Sellek in Weiner, 1997)。作为外籍劳工中

的例外,这些日本人可以带家属, 允许有 3

年居留权。日本遵循血统主义的公民权原

则,又要求需 5年获得永久居留资格,因此

在需要输入劳力与要求输入的劳力全面参

与日本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当有孩

子降生在移民家庭的时候。

在亚洲,允许移民永久居留的体制不

大多见。1989年 7月,新加坡出台政策向

香港来的 25 000名技术和半技术华裔工

人提供居留权, 这是很少的案例之一。然

而,实际上,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的发达经

济体都需要短期的劳力移民, 因而所有这

些地区都必须在适当时期出台有关居留和

移民的政策。只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开

放的多元种族社会, 有关的移民政策对于

社会及其观念的变革具有深刻意义。目

前,种族和睦、重视少数民族以及文化多元

主义的理念在大多数东亚精英的头脑中已

不复存在。但是, 对移民不做规范的办法

危险更大。无所作为只能导致非法移民不

断增多,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所有剥削、腐败

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亚洲的非法移民已经超越了地区范

围,而成为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问

题。90年代初, 估计每年有 10 万中国人

偷渡到美国, 其中据报道在任何时候都有

成千上万人借道东南亚、拉丁美洲、东欧和

独联体的各大城市。在从中国去美国的非

法移民中, 大约 95%来自福建, 尤其是来

自像福建长乐这样的地区, 例如, 侯禹村

(音译)大约 80% 的村民在纽约 �。浙江
省温州是一个偷运中国人去欧洲的中心。

斯里兰卡大约有 10万人非法生活在海外,

其中 1万在日本, 2万在意大利。

贩运人口成了大买卖,把一个人运到

美国需要 3 万多美元。一般只预付一部

分,其余经常是以劳务形式偿还,也就是移

民在移居国作为债务劳工在纽约和三藩市

的血汗工厂里为本族裔的商行干活。这一

行当的经营是通过参与国际毒品贸易的大

公司进行的。贩运妇女卖淫相当赚钱, 也

是地区性和全球性贩运网络的组成部分。

正是违法的跨国贩运、大公司的巨额财富

以及推动人口流动的全球移民社群网络,

向移居国的立法者提出了挑战。由于仅长

乐地区每年就有约 1亿美元的收入, 所以

当地官员不会有什么动力来限制这项贸易

( Hood in Smith, 1997, 80)。

1997年经济危机与未来

1997年 7月泰铢贬值标志着一场经

济危机,实际上将所有生气勃勃的东亚和

东南亚经济掷于衰退当中, 尽管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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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虎�中的例外中国台湾相对未受损
害。失业上升, 许多受害国政府的第一反

应就是驱赶外籍劳工, 以使本国新近失业

的劳力上岗。到头来, 经济危机尽管来势

汹汹,却转眼即逝,对地区移民状况没有多

少影响( APM J, 1998; Skeldon, 1999)。新

近失业的国内劳力不愿填充移民劳工的岗

位;移民打工的地点经常远离新失业者居

住的地方;但也许最重要的是,雇用那些移

民劳力的当地企业主更愿意使用没什么本

地关系的劳力,这种关系本来能使人们在

争取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更有实力。尽管

有一些做秀式的驱赶行动, 但没有资料表

明亚洲的外籍劳工数量减少了, 马来西亚

在危机开始的几个月里还主动招募劳工。

对外籍劳工的持续不断的需求(甚至在危

机期间也如此)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即

需要制定长期的安置移民的对策。

向亚洲较发达经济体的跨国移民正方

兴未艾,向亚洲以外国家的移民在一定时

期也不会减少。其他地区已有的移民模式

可能在这里重现,即通过家庭重聚,在人际

网络的基础上实现连锁式移民。该地区未

来移民出境的数量既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

速度和指标, 也取决于生气勃勃的经济增

长。如上所述, 移民状况已经发生变化,因

为一些地区已从人口净输出变为净输入,

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变化已经完成。

显然, 当前的跨国移民只出自广大的

亚太区域数量很小的若干地区。新出现的

地区将如何与现有的网络发生联结(如果

有联结的话)仍难以预料。其他地区的人

们并非一潭死水;他们也许会在国内流动,

经常是到那些输出跨国移民并存在着劳力

短缺情况的地区去。例如, 广东和福建沿

海就是吸引中国内地移民的地区。一直有

人设想,从福建本地迁出的移民已达到�其
自然的极限� ( Hood in Pan, 1998, 34) , 但

国内流入福建的人们是否打算或者有能力

移居海外,则不得而知。中国内地的人们

很少有方便其成行的海外亲属关系, 他们

必须通过其他华裔社群建立自己的�立足
点�。

在此问题上没有什么千篇一律的模

式。1904年到 1907 年, 中国北方省份河

北、山东和河南的人们大批被作为劳工运

往南非,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从

山东招募了将近 10万人到欧洲做后勤兵,

这些人实际上全都回到故乡,没有在海外

留下北方人的华人社区,这与许多从浙江

出来、当时就留在了欧洲的人形成对照;但

山东人并非安土重迁, 他们迁徙的目标是

向北到满洲, 而不是海外。因此,未来亚洲

移民的确切动向是难以预料的。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亚洲各地经济将

继续不平衡地发展, 由此产生引发移民的

差距。一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约束、

面积、政治状况或者这些因素的某种合力,

将永远无法持续发展, 只能向国内或国外

提供劳力。一些地区的�荒漠化�并非不可
想像, 它们不仅包括那些太平洋小岛国

( Ward, 1989) , 而且包括遍及亚洲地区的

边陲地带,那里的移民已经使该地保持人

口再生产的能力趋于枯竭。同样明显的

是,亚洲其他地区在达到与西方相同的发

达水平的时候, 只有依靠输入移民才能保

持其发展水平及其人口。作为本地区不平

衡发展的结果, 移民将在一些地方导致多

元族裔的社会, 而在另一些地方导致人口

下降。还有一些地方,从源出国向目标国

以及各目标国之间的跨国迁徙将促成遍及

全地区甚至全球的社群。就此而论, 跨国

移民将成为 21世纪亚洲政治和社会变迁

的最有力的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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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释

1� 有关海外华人的文献十分丰富。对海外华人

数量的估计, 见波斯顿、毛、余等人的研究

( Poston, Mao and Yu, 1994; Pan, 1998)。综合

性的基础研究参见席恩的著作( Sinn, 1998)。

2� 这方面也有大量文献,虽然综合性的� 大部头�

著作不像有关海外华人的那样引人瞩目。例

如,近来没有论著能赶得上廷克尔那经历了时

间考验的著作( T inker, 1977) ,当然克拉克、皮

彻和维尔托维奇( Clark, Peach, and Vertovec,

1990)的论著, 布朗和福德的多篇论文 ( Brown

and Foot, 1998) 以及近来阿波亚德文章中估

算出来的数据( Appleyard, 1998)也可参考。

3� 很少有关于亚洲国家人口输入和输出的完全

可靠的数据。估计的数字经常变化,这既反映

了实际状况, 也反映了搜集资料的手段在改

善,还反映了对该问题的不同政治姿态。情况

十分复杂, 因为许多移民 � � � 有时是大多数

� � � 是非法的或无证件的移民。关于亚洲移

民迄今有两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也是本文使用

的许多数据的出处。�亚洲移民新闻�由菲律
宾奎松城斯卡拉布里尼移民中心每月出版两

期,�移民新闻�月刊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

斯) 出版。两本刊物都有电子版 : smc@ mnl.

sequel. net 和 migrant@ primal. ucdavis. edu

4� 高技能人口的跨国流动是全球性的, 而非仅仅

地区性的。亚洲的高技能移民的资料较少, 目

前可参看芬德雷等人 ( F indlay et al. , 1996) 和

加尼尔( Guarnier, 1996)的研究。

5�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很难掌握人口偷渡的情

况。胡德(见于 Pan, 1998)的多项研究提供了

有关中国人的珍贵资料, 还有史密斯 ( Smit h,

1997)的论文做了更全面的描述。古纳蒂勒克

(见于 Appleyard, 1998)则对斯里兰卡的非法

移民做了有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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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巨大的、出乎意料的移民运动出现在

该地区:第一种,在该地区内部前所未有的

跨国人口流动;第二种, 地区外人员入境;

第三种,过境前往西方的过境移民。这三

种现象对正经历移民潮的这些国家有着直

接的、有时是重大的影响,激发了它们政治

上的特殊反应。

�祝东力译�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 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

� �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
果,考察了前苏联在 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

联体( CIS)移民模式的变化, 并且分析了

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

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 而且包括它

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

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

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

民,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李存山译�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 � 自 20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 移民一直

是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的显著问题。

80年代和 90年代,过境移民和难民庇护

成为主要的迁移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成为争论的热点。本文以此为背景, 对土

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和难民群进行了考

察,对土耳其与欧洲之间形成迁移、庇护和

难民体制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了评价, 并

将过境移民问题同正在发展的全球化联系

在一起。本文还对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

治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为此而认真考察了国

际移民体制的政治方面。�体制�一词可宽
泛地解释为一定利益运作并能够分配权力

和利弊的一种规范系统。文章认为,人员流

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国际移民活动在一种国

际规范系统内的扩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大川译�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 罗纳德�斯凯尔顿

� � 本文在叙述了古代亚太地区的人口流
动现象后,主要关注近半个世纪的移民状

况。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

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

展;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

发。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讨论了最近

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当前, 亚洲移

民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

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还有非法移民也

是亚洲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情况表明,

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对该地

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甚微,跨国移民将继续

成为亚太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 及最新趋势

�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

态,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这些移民包括

移民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

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 �
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迁移模式也发生

了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

多样化, 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

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女性自主迁

5内容提要


